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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全球史兴起于 20 世纪中期以后，与四个新兴的“全球性”内容有关:全球性机制、全球性联系、全球性挑战和全

球性意识。全球史倡导超越西方中心和民族国家史学视角，通过多学科方法研究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著作主要有民族

史、文明史、人类史、专题史几种书写类型。全球史不仅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史学方法，还可能生成新的历史理论。建设中国

全球史学科，不仅是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求，还是破除中国“威胁”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

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要有科学眼光，树立大历史学科观念;要有世界眼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要有长远眼光，

加强对于人类起源和未来趋势研究，以此为基础探寻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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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
起:人类共同体史》( 1963 年) 的出版为全球史诞生标
志，屈指算来，全球史的兴起已有近 60 年时间。尽管
人们对于什么是全球史仍然存在不小争议，但这并没

有妨碍其日渐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史学潮流。1982

年，美国世界史协会( 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成
立。1990年，《世界史杂志》(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创刊。2000年，第 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
陆召开，主题为全球史。2006 年，《全球史杂志》( Jour-
nal of Global History) 创刊。以上几个标志性事件，有
力推动了全球史的发展壮大。史学史家认为，“对 1990

年以来的主要杂志以及这些杂志上刊登的书评所做的

考察都表明，向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转变已经开始

了”［1］。在其他地区，“全球史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历史学

科中发展最快的领域”［2］。德国也不例外，“年轻一代的

德国史学家几乎都是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3］。

国内学者对于全球史的研究主要是在 2000 年第
19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后。此后，与全球史有关
的学术机构、专业人才培养、学术活动、学术成果逐渐
增多。成立于 2004 年的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
心，十多年来取得可观成绩，是国内有代表性的全球

史研究机构。不过，人们仍然感受到存在诸多不足，

正如武寅所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国际

史学界，还没有看到中国学者撰写的完整、系统的全
球史著作。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迅速发展对世界史

研究的迫切需求”［4］。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全球史

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时代课题。

一、全球史兴起的背景、特点与主要类型
就其时代背景而言，全球史于 20 世纪中期以后

兴起，与四个新兴的“全球性”内容有关: 一是全球性
机制。“二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为主的国际组织逐步成立，世界范围首次出现了不同

国家之间可以商讨和解决事务的全球性机制。二是
全球性联系。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各国
愈发联系在一起。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 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
加林完成绕地球飞行。1969 年，美国宇航员尼尔·

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随着太空时代的到来，地球更
显得像一个村庄。三是全球性挑战。东西方两大冷
战集团的对峙、核威慑、气候与环境问题、人口膨胀、

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接踵而至，使得单个国家难以

在自己疆域内单独应对这些挑战，更加需要寻求国际

对话和合作。四是全球性意识。正是得益于全球性
机制、全球性联系、全球性挑战的催化作用，人类一家
的全球性或整体性意识从既往的神学与哲学想象，变

成了公众可以感受到的现实，非政府组织如帕戈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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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等的逐步兴起就是其表现。
历史学家深深被时代气息所浸染。英国史学家

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
学》( 1955 年) 中提出，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
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视线投射到所有地区和
所有时代”［5］。20 世纪 60 年代，巴勒克拉夫进一步
明确指出，“当代史的一个显著事实在于，它是世界
史，除非我们准备采用世界( world － wide) 的视角，否
则不能理解塑造它的种种力量”［6］。历史编撰实践
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

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以“L． S．斯塔夫里亚诺
斯和 W． 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7］。麦克尼尔
《西方的兴起》一书副标题即为“人类共同体史”。斯
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宣称: “本书的观点，就如
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

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
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8］由上可
知，全球史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试图超越欧洲( 或西

方) 中心论与民族国家史学的追求，尽管它是否真的

能做到这一点还令人存疑。
全球史的兴起还有其学术背景。从麦克尼尔与历

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
一点。汤因比早年接受过东方学训练，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与介入，为其文明形态史观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写就的《文
明的接触》一书中，汤因比对西方的民族主义做过深入
批判，认为“文明才是观察历史的更好视角”［9］。这些
思想在其后来的《历史研究》中得到了系统表达。麦克
尼尔 1947年结识仰慕已久的汤因比，数年后赴伦敦，
在汤因比指导下参与全球政治年度报告的撰写工作。
多年后，麦克尼尔为汤因比撰写的传记中说:“汤因比
才是向全世界大部分读者揭示下面这个简单真相的第

一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乃至居住地更为
偏僻集中的爱斯基摩人等族群同样拥有独立于欧洲

的、可以同欧洲史进行类比的历史。这种不仅仅站在
西方的角度看问题的人类视角，是汤因比为我们学术

传统作出的最伟大的核心贡献，也是他持久声望的正

当源泉。”［10］399在回忆录中，麦克尼尔再次强调了汤因
比对他的意义，“汤因比的影响和其身后绵长的传统，
引导我选择不同的文明作为世界历史图景的主

角”［11］68。全球史超越欧洲( 或西方) 中心论与民族国
家史学的立论视角，是与汤因比分不开的。
全球史重视对于“互动”的研究。这同样可在麦克

尼尔与汤因比的关系中找到线索。阅读《历史研究》
后，麦克尼尔发现汤因比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

接触和彼此影响，“通过套用生命体的类比、将文明视
为本质上彼此独立的实体，汤因比简化了他赋予自己

的、从整体上理解人类历史的使命。然而，他为此所付
出的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由于系统地无视了不同时

间与空间内文化互动的真实存在，汤因比对历史的叙

述中出现了一个漏洞。”［10］143麦克尼尔自己要做的，就
是去弥补这个“漏洞”。对于文明互动的强调，正是《西
方的兴起》与《历史研究》的一大不同之处。麦克尼尔
之子约翰·麦克尼尔特别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麦克尼
尔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汤因比历史观的一种改进;但

这种改进只有在汤因比作品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

生。麦克尼尔此后又写了其他全球史著作，并且始终
是以汤因比为坐标的。”［10］3如今，“互动”“关联”已经
成为各类全球史著作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全球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多学科方法的介入。

帕特里克·曼宁区分了两种研究世界史( 全球史) 的
路径:一种是传统史学的路径，一种是其他学科介入

的科学—文化路径。曼宁甚至称历史研究方法的扩
展为一场革命，而且世界史 ( 全球史) 目前走在了前

面。21 世纪初，人们对于过去的理解和分析工具有
了质的飞跃，尤其得益于科学—文化路径所带来的资
料的增加。历史文献不再限于外交书信和官方统计，
现在还包括口述传统、语言模式、血型、地质学和考古
学遗存、乐谱、树木年轮和天文观测［12］。只要看看物
种史、气候史、生态史、疾病和医疗史、人类早期迁徙
史、海洋史等各式全球史著作，就知道此言不虚。也
许不该忘却的是，中国历史学家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倡

导“史界革命”时，就十分强调引入多学科方法。
经过几十年发展，全球史著作已经蔚为大观。如

何对样式繁多的著作进行分类，的确是一个令人头疼

的问题。从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如环境、物质、制度、
思想等方面着手，也许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从便于
推进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考虑，我们暂可将国外全球

史著述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第一种为民族史类型，将全球史视野与特定民族

国家的历史相结合。全球史强调超越民族国家历史
叙述的视角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忽视民族国家仍

然是当今世界舞台的主角，人们仍然需要在全球视野

下清晰认识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与角色。就此而言，
如何书写全球视野下的民族史，仍旧将是各国历史学

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印度历史学会前主席 D． P．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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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所著《印度与世界文明》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该书
以时间为线索，将 4000 多年来印度文化对于人类文
明发展的贡献以及印度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做

了系统阐述。同时，作者并没有被过多民族主义情绪
所支配，对于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皆有深入反思，既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持批判态度，又对发端于西方的现

代文明充满敬意，用作者的话说，“印度接受西方的知
识，但不接受西方的统治”［13］。这种既保持民族立
场、又持开放视野的态度为其著作赢得广泛赞誉。新
近由法国学者联合撰写的通史著作《法兰西世界史》
颇受好评［14］。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融合文明史与
民族史两种优长，兼及了一些意识形态话语表述，将

今日法国境内 3 万多年来的人类活动发展分为十二
个阶段。虽然缺乏贯穿所有进程的理论线索，但《法
兰西世界史》对于特定空间的历史做了一次全景式的
扫描，将世界眼光与民族叙事做了很好的处理。美国
纽约大学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的《万国一邦: 美国
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也是一部成功之作。该书目的
在于解构“美国例外论”，强调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
之间的关联性。作者说: “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
和事件，包括革命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

在一种全球史的背景下接受检视。”［15］

第二种为文明史 ( 或世界史) 类型，从世界文明

发展角度提炼人类历史进程的主要脉络。麦克尼尔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1963 年) 虽然有明显
的时代烙印，但作为学术史上的标志性著作，仍有其

价值。该书纲目简明，仅分三篇: 第一篇为中东统治
的时代( 至公元前 500 年) ，第二篇欧亚文明的均势
( 公元前 500—1500 年) ，第三篇为西方统治的时代
( 1500 年至今) 。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该书名称有
两个野心，一是挑战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
二是表达与汤因比文明孤立观的不同。这两点他似
乎做得都不错，重塑了西方的乐观主义精神，且部分

实现了对汤因比的超越。美国夏威夷大学两位历史
学家杰里·本特利与赫伯特·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
史》( 2000 年) ，是全球性通史的又一部力作。有中国
学者认为其“彻底颠覆了欧洲中心论”［16］。
第三种为人类史类型，从物种角度勾勒人类生物

性与文化性成就的发展线索。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历
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2012 年出版的《人类简
史》［17］，在学术领域和大众中皆获得如潮好评。《人
类简史》很少提民族国家，也不多提众所周知的各种
文明，而是用四个部分概括人类的发展阶段，分别是:

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的融合统一、科学革命。该
书熔众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于一炉，化为对于

人性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

力。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遗传学家斯宾
塞·威尔斯 2002 年所著《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
之旅》［18］，用遗传学证据 ( 主要是线粒体与 Y 染色
体) 追溯了史前人类在全球的扩散线索，是用新科学

方法书写人类起源问题的早期代表作之一。美国哈
佛大学遗传学家大卫·赖克 2018 年所著《人类起源
的故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19］，代表了目前用
古 DNA技术书写人类早期历史的国际水平。关于人
类起源的研究，涉及世界不同地区人类活动，基本都

可以算是全球史。但因采用遗传学、古人类学、语言
学、史前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专业门槛较高，该领域
尚未引起国内全球史研究者的足够关注。
第四种为专题史类型，书写单一主题 ( 环境、物

种、疾病、组织或观念等) 的历史。这是当前全球史书
写最为活跃的领域，有不少佳作问世。如人们熟知的
菲利普·D． 柯廷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克罗斯比的
《哥伦布大交换》、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威
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斯文·贝克特的《棉花
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大卫·阿米蒂奇的《独
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
19 世纪史》、C． 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等，都是很
知名的著作。
概而言之，全球史最初源自对西方中心论和民族

国家史学的反叛，强调全球互动和联系，注重通过多

学科方法扩展对于历史的理解，因而既是一种观察世

界的视野，也是一种历史书写方法。虽然全球史暂时
还显得不够成熟，但相信它最终将会通过知识整合而

生产出系统性的历史理论，使人们对于人类命运获得

前所未有的洞察力。
二、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的现实必要性
既然全球史追求超越民族国家史学，“价值取向

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20］，再建设中国特色全球史
岂不与之矛盾? 一些学者对此做了部分回答，如汪朝

光认为，这绝不是意味着搞中国中心论，而是由中国

学者的主体性出发，提出自己对世界史的独创看法。
唯其如此，才能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真正发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功用，无论是其经世

济用，或是学理探究，莫不如此［21］。张旭鹏同样认
为，民族叙事在全球史中并没有消失，是展现全球史

多样性并促使其学术和政治更为公正的一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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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22］。确实如此，将全球史的现实进路与长远追求
作对立理解是不合适的。正如不同国家进入世界市
场时，会根据现实条件选择各自不同道路。建设中国
全球史学科，主要是由两个现实条件和需要决定的:

( 一) 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
需要

如上文所提及，西方全球史学者力图摆脱欧洲( 西

方) 中心论的束缚，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书写人类共

同历史，出发点值得嘉许。但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呢?
以麦克尼尔为例，他本人在《西方的兴起》出版 25 年后
的序言中亦承认，该书“显然应该被看成是战后美国帝
国情绪的一种表达”［23］。他还说，公众接受该书，直接
源于他与汤因比的分歧，《纽约时报》评论者认为汤因
比贬低了西方文明［11］69。号称以月球视角看历史的斯
塔夫里阿诺斯，其《全球通史》同样没有摆脱欧洲中心
论。张顺洪说，该书将英属东印度公司和法属东印度
公司说成“纯粹的商业组织”，隐匿了殖民主义的侵略
本质［24］。俞金尧称如果把军事侵略、殖民征服等暴力
行为统统归在互动的范畴之内，暴力的负面特征就被

隐匿了。用“互动”这个说法来解释不平等的关系是不
合适的，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有过被殖民、被侵略经
历的民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25］。李剑鸣认为在奥
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一书中，所标示的 19 世纪时间
坐标，大多带着欧洲( 西方) 中心论的幽灵，“对于非西
方的读者来说，无论其心态多么开放和冷静，可能都难

免有一点不适之感”［26］。
对于西方全球史著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仅靠批评

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刘新成所言: “不管怎样，不能忘
记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

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

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27］提供替代性选择，是
值得中国学者努力的方向，尽管这条路并不容易走。
如果不拘泥于全球史名称，而从宽泛意义上的世

界史研究角度考虑，自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多年时间，
中国学者为能够更好理解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在各方

面做出了可贵探索。学科建设和学术建设方面，基本
上每隔十年都更上一个台阶。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历史》杂志
1978 年创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1979 年挂牌，武汉
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 1980 年成立，东北师范大学世
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1984 年成立，一批全国性的研
究会陆续成立。第二个十年中，陈翰笙担任主编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1990 年出版。吴

于廑在“世界历史”条目中系统阐述了纵向联系和横
向联系的世界历史理论，被认为“有丰富全球历史观
思想的新世界体系”［28］。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 6 卷
本《世界史》著作于 1992—1994 年出版，是吴于廑整
体史观的具体实践。第三个十年中，南开大学世界史
系、北京大学世界历史研究院等一批高校研究机构相
继成立。第四个十年中，世界历史于 2011 年成为一
级学科，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2015 年在中国济南召开，
武寅主持的多卷本《世界历史》出版。以上成就是几
代世界史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今日全球史学科建

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科与学术建设仍需要继续探索。就代表性的

成果吴齐本《世界史》( 6 卷本) 而言，刘新成认为及时
提出的“世界横向发展”的命题，为我国学者弥补薄
弱环节，进一步改善世界通史体系指明了方向，不过

“在描述世界的横向发展方面还显得力不从心”［29］。
潘润涵提出，16 世纪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时代，而且是
封建盛世。把体现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世界近代史
的起点提早到 16 世纪，不符合历史实际［30］。
撇开具体个案不论，世界史 ( 或全球史) 理论供

应不足是当前许多人的感受。高翔多年前即指出，
“当前史学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忽视学
科基础理论建设”［31］。这一判断大致也符合世界史
学科现状。如马克垚说: “更重要的差距是在理论方
面。无可否认，我们现在关于现代历史学的许多基本
概念、术语、理论和方法，都是由欧洲首先创造、使
用。”［32］他还热切表达了对于中国特色世界史的期
盼，“我们虽然觉悟到世界历史不应该以欧洲为中心，
可依然在欧洲中心论中打圈子，不能自拔。如何建立
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世界史，是全体世界史工作者多

年来的畅想，可惜现在还没有变成现实”［33］。
( 二) 破除中国“威胁”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现实需要

西方的一些历史理论中，中国常常以不光彩的

“他者”形象出场。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中国历
史做了偏颇的概括。根据他对自由的理解，黑格尔声
称东方国家是人类精神的幼年时期，东方各国只知道

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少数人是自

由的，日耳曼各民族知道一切人们 ( 人类之为人类)

是自由的［34］。汤因比尽管认为各种文明是同时代和
等价的，皆有诞生、成长、兴盛和衰落过程，但也提出
过文明冲突思想，甚至信奉黄祸论 ( The Yellow Per-
il) ，称下一个世纪里影响国际政治的基本因素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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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新大英帝国的竞争。所有受到威胁的民族国
家———加拿大、美国、南美诸共和国、新西兰、澳大利
亚———将联合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同盟，以便维护太平
洋地区免受中国统治。哲学家卡尔·波普说，“我们
既能够写一部朝向自由的进步人类史，又能写另一部

倒退和压迫的人类史”［35］。根据这个逻辑推断，持唯
物主义进步观念的马克思无疑就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无论是进步论者，还是循环论者和解构论者，都做出

了不利于中国的陈说。
“二战”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宏大历史理论
日渐式微。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弗朗西
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以历史理论形式出现，
实际是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学著作。亨廷顿公开
发表过文章，说树立敌人是美国不同时期维系身份认

同的一贯做法，如曾先后将英国、欧洲、苏联视为敌人，
现在将中国视为敌人也不足为奇。在福山那里，美式
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如果我们现在还
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

世界，我们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来体现对

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

走到了尽头”［36］。如果美式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的
( 当然也是最好的) 统治形式，美国怎么还能绕过联合

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呢? 福山恐怕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不过，国际政治学似乎可以为“中国威胁论”继续

提供理论支持。美国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罗伯
特·吉尔平和米尔斯海默是不同时期国际政治现实主
义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说，国际政治
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37］。罗伯特·吉
尔平同样认为，国家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直到边际成

本大于收益时才会停止，因此“霸权战争乃是国际体系
演变过程中的功能性组成部分，是国际体系的动

力”［38］。依照上述理论推断，中国实力增强后，势必会
寻求地区霸权。米尔斯海默即如此认为，他数十年如
一日，坚持中国强大后必然称霸。他一再说，在无政府
体系的国际秩序中，各国必须自己负责自己的生存，最

好的生存之道就是变得特别强大。以美国为例，其最
后称霸西半球不是源于偶然，而是国父们与后继者追

求霸权的结果，他们实践了进攻现实主义原则［39］。
中国承认世界并不太平，充满各种传统不安全因

素和新的不安全因素，但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

题，倡导世界各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然
而国际形势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变化，近来尤甚。
“中国威胁论”不仅没有消除，“威胁中国论”却愈演

愈烈，并付诸了许多行动。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与
向中国讲述世界的故事，都变得前所未有地迫切。这
是全球史研究者应当做、也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全球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

系，才能真正克服、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权力，破除
中国“威胁”论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一分
力量。当前的知识生产和理论供给显然是存在赤字
的，一如钱乘旦所言，我国世界史学科总体上不能适

应现实需要，也不能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已经到了
建立自己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学科体系的时候
了”［40］。
三、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的基本路径
学者们关于历史学和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许多宝

贵见解，同样适用于全球史学科建设。罗文东将辩证
法与唯物史观具体化为三条主要原则和方法，即: 在

时间序列上要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发
展变化的过程;在空间范围上要把世界各民族、各国
家、各个人的历史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
体，着重研究“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和具有世界历史
意义的事件;在研究方法上，要唯物辩证地研究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的相
互关系和矛盾运动［41］。
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还提出了具体建议，如:

( 1) 要有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意识。高翔认为，一个
史学家如果缺乏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就注定要丧

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迷失在由大量所谓真实的历

史资料或事实堆积而成的汪洋大海之中［31］。刘新成
建议组织全球史学家的跨国对话，交换不同背景学者

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42］。( 2 ) 要有对于民族命运的
时代关怀意识。于沛认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
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
考，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无法完整地阐释自己的观

点［43］。钱乘旦也认同此看法，认为强烈的时代关怀
意识是中国世界史研究非常值得称道的传统［44］。
( 3) 要借鉴国外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历程和经验。陈
恒认为要研究西方学术界如何生产历史知识、如何创
造标识性的概念、如何影响异域学术界等内容，重视
对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整理与研究，梳理西方世界
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及经验［45］。( 4 ) 要借鉴多学
科研究方法。张顺洪认为，世界历史学是关于人类社
会过去全部历史的科学，包括经济、科技、政治、文化、
军事等各个方面，这就要求世界史专家有比较丰富的

跨学科知识。研究通史性问题的学者，尤其需要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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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跨学科知识［24］。除上述观点之外，学者们还提
出了其他建设性意见，如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加强文
献资料建设、改进学术评价体系，等等。
笔者以为，要建设中国特色全球史学科，三条基

本路径需要给予特别注意。
( 一) 要有科学眼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树立大历史科学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
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
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

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有人存在，自
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6］马克思与恩格斯
做出自然史与人类史不可分割的天才断言时，达尔文

进化论尚没有问世。自《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人类
如何一步步脱胎于自然，从物种演化中成长起来，今

天的自然科学已经提供了更为丰富而深入的认识。
我们需要建设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于一
炉的大历史科学。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

及其发展的科学。对于什么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如
何发展，经典作家做出过自己的解释，我们可以沿此

思路进一步展开探索。就其现实性而言，人始终处在
各种关系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

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以上三种关系
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的现实维度和特性。就其历史
性而言，以上三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

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人类在自然面前，越发变得
强大。人类的社会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人类的自
我精神世界始终保持着对于无限问题的思考，并因时

代和环境的变化，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人的现实性与
历史性内容，是人类历史变迁的基本脉络。
( 二) 要有世界眼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

文明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在我们的语

境中是两个学科，发展也处于不平衡状态。中国史研
究历史悠久，队伍兵强马壮，成果众多。世界史研究
历史较短，不仅研究人才不足，研究实力和水平相对

较弱。以全球史眼光充分认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
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继续推进研究工作。一方
面，进一步厘清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世界文

明的贡献和意义。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物质和技术
成就、社会制度和精神传统一直对外部世界产生着影
响。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

根、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英国政
治学家约翰·密尔、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的笔
下，中国的发明创造、风俗制度、思想文化是蕴含着丰
富内容的宝藏。以他者的眼光审视中国历史，可以便
于我们对于自身特点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
进一步厘清世界文明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华文明的贡

献和意义。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和保守的存在，从
史前时期直至今日，数千年来也一直以海纳百川的胸

怀源源不断从外部世界吸纳和借鉴物质技术、风俗制
度和思想文化的优良成果。佛教、近代西方科学技
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发
展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文明的交流互鉴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常态，不存在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

也不存在没有世界史的中国史。以今日全球史所大
力倡导的互动和关联视角，研究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在

气候、环境、物种、人口、经济、科技、思想等众多领域
的关系，必将同时推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深入研究，

令全球史意识和全球史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
( 三) 要有长远眼光，加强对于人类起源与未来

发展趋势研究

人类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全球史无从回避的根

本性问题。要探寻人类发展规律，恐怕首先要回答两
个基本问题，即:人类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人类
有文字以来的许多重要文本，无论是神话、史诗和宗
教，还是历史与哲学，充满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
19 世纪是一个分水岭，达尔文和马克思是两位标志
性人物。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人们，人类是物种演化
的结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说明，历史是现实的人
及其发展的过程。问题是，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
缺口，究竟哪里才算是物种演化进程中发展到人的关

键环节? 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托马斯·赫胥黎说，
该问题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
早就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在 1845—1846 年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写道: “语言也和意识一
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

生的。”［47］恩格斯后来又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阐
述了这个思想，说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语言是从
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

确的”［48］。当然，若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看法是不
够的。语言的发展和分化有其社会性因素作用，但是
人类语言能力本身由生物学基础提供，大脑中布罗卡

区、韦尼克区、弓状束等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生物学结
构，是物种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非仅仅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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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需要。
20 世纪以降，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越来越
深入。源源不断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使得
人类学家和史前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取得前所未有

的进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遗传学家通过对线
粒体与 Y染色体、古 DNA 的研究对史前不同人群的
关系进行分析，进化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也根据各
自专业背景提出新的假说，为人类起源问题注入新的

动力。人类起源问题研究已经真正成为跨学科和全
球性的事业。没有一个学科或一个国家的学者可以
单独回答这些问题。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 如智人
的非洲起源、心智起源、语言起源等) ，学者们从来没
有达成过一致看法。尽管如此，一批优秀著作为人们
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洞见。如:美国人类学家理
查德·克莱因在《以人为业: 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
起源》中提出了基因突变猜想［49］。加拿大神经心理
学家梅林·唐纳德在《现代心灵的起源》中，提出了
人类心灵发展的四阶段说［50］。英国史前考古学家斯
蒂芬·米森在《心灵的史前史》中提出了“认知流动
性”概念［51］。英国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在《梳
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中提出脑容量增大与人类语
言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52］。挪威人类学家亨希尔伍
德等在《符号性人类:语言、想象和精神的黎明》中提
出“符号性人类”( Homo Symbolicus) 概念［53］。中国
境内有着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和史前人类活动遗址，完

全可以为人类起源问题的国际讨论提供更多中国证

据和学术观点，囿于专业人员数量少、理论思考不足、
国际参与程度不高等原因，使得我们对于人类起源的

思考大大滞后于国际学界。
人类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需要中国全球史学者

高度关注的问题。以纳米技术、生物学技术、信息技
术和认知科学为代表的四大科技手段，可能会改变人

们对生命形态的古老理解。以人机合一( 如近来的脑
机接口技术) 、人的机器化( 如基因编辑等技术) 、机
器的人化( 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三大潜在趋势，意味

着未来可能会出现“后人类”( posthuman) 状况。这种
状况会对整个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产生全局性影响，

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最近 20 年来，许多政府组织、社
会团体和众多领域的学者组织了大量讨论和研究，但

历史学者的声音仍然微弱。作为对于人类过去了解
最多的一个群体，历史学家应当从历史大视野中提供

关于未来的独特智慧，同时根据发展趋势，不断深化

对于历史规律的理解。

结 语

全球史的兴起和发展已经有近 60 年时间。国外
全球史研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和西方中心论的传统

立场，强调全球性互动和交流，重视多学科知识的交

叉运用，取得了丰硕成果，各种类型的全球史均为理

解历史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应当看到，不同历史文
化背景的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总会受到自身价值观念

的制约。无论是出于认识上的无意疏漏，还是出于利
益诉求上的刻意操作，中华文明常常未得到应有的位

置。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是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
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要。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学者在
理解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方面，做出了可贵的

探索。人们普遍感到，仍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
做出努力，提高对于人类发展规律的理解。中国全球
史学科建设，还是破除中国“威胁”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科技高速发展、世界联系日益
增加的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矛盾不时突显。
倘若没有立足于全球史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以偏见和私利主导学术话语和实践行动，人类将

无法在重重危机面前达成共识，实施有效的全球治理

行动，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加强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三条基本路径需要

给予特别重视。首先，要有科学眼光，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树立大历史科学观念。历史是广阔时
空范围内人类活动的总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
文科学都是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其次，
要有世界眼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
文明交流互鉴是历史的常态，文明发展融合是历史

的趋势。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不是为
了以中国中心论替代西方中心论，而是要推进对于

人类进程的总体性理解。最后，要有长远眼光，加强
对于人类起源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我们所处的时
代，不仅为研究历史观的这两大基本问题提供了更

有效的手段，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增添了用技术途

径改造我们物种生物特性的可能性。新的历史理论
也许是可以期待的。

参考文献:

［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M］．杨豫，译． 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13．

［2］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M］． Princeton: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1．

［3］刘新成，等． 论题: 什么是全球史［J］． 历史教学问题，2007

( 2) : 31 － 37．

221

历 史



［4］武寅．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史研究［J］． 世

界历史，2019( 6) : 1 － 2．

［5］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M］．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55: 27．

［6］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to ContemporaryHistory

［M］． Harmondsworth: Penguin，1967: 10．

［7］杰弗里 －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杨豫，译． 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46．

［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上册) ［M］．吴象婴，梁赤民，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54．

［9］汤因比．文明的接触［M］．张文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17．

［10］威廉·麦克尼尔．阿诺德·汤因比传［M］．吕厚量，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11］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Truth: A Historian’s Memoir

［M］． Lexington :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5．

［12］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M］． New York: Pal-

graveMacmillan，2003: 11．

［13］D． P．辛加尔．印度与世界文明( 序言) ［M］．庄万友，等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5．

［14］帕特里克·布琼．法兰西世界史［M］．徐文婷，等译．上海:上

海教育出版社，2018．

［15］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M］．孙

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3．

［16］魏凤莲．《新全球史》的“新”［N］． 光明日报，2014 － 10 － 29

( 16) ．

［17］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

社，2014．

［18］Spencer Wells． The Journey of Man［M］． Ｒ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 Edition，2003．

［19］大卫·赖克． 人类起源的故事［M］． 叶凯雄，胡正飞，译． 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

［20］夏继果．理解全球史［J］．史学理论研究，2010( 1) : 43 － 52．

［21］汪朝光．中国世界史研究 70 年回顾与前瞻［J］． 社会科学战

线，2019( 9) : 13 － 28．

［22］张旭鹏． 全球史与民族叙事: 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J］．历史研究，2020( 1) : 155 － 173．

［23］William H． McNeill． The Ｒise of the West［M］． Chicago: 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24］张顺洪．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发展方向问题［J］． 历史研究，

2013( 3) : 145 － 160．

［25］俞金尧． 全球史理论和方法评析［J］． 史学理论研究，2016

( 1) : 149 － 151．

［26］李剑鸣．全球史写作中的时空结构［J］．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9( 4) : 4 － 12．

［27］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J］．历史研究，2011( 6) : 180 － 187．

［28］于沛．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 1949 － 2019) ［M］．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91．

［29］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J］． 世界历史，

2006( 1) : 39 － 46．

［30］潘润涵．关于世界历史体系的几个问题［J］． 学海，2007 ( 3 ) :

82 － 84．

［31］韩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 争辩与思考———

“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研讨会”学术观点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

2008( 2) : 199 － 203．

［32］马克垚． 70 年砥砺前行的中国世界史学科［J］． 历史研究，

2019( 4) : 18 － 23．

［33］马克垚．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社会史

评论，2015( 1) : 4 － 12．

［34］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 上海书店，

1999: 19．

［35］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下册) ［M］．郑一明，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03．

［36］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黄胜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8．

［37］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徐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6: 29．

［38］罗伯特·吉尔平．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 宋新宁，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52．

［39］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93 － 394．

［40］钱乘旦．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问题［J］． 历史研究，

2019( 1) : 9 － 11．

［41］罗文东．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方法和原则［J］． 历史研究，

2019( 6) : 11 － 18．

［42］刘新成．从国家交织中寻找“全球”:越界的全球史［J］．世界

历史评论，2019( 4) : 149 － 158．

［43］于沛．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J］． 学术研究，2005 ( 1 ) :

5 － 10．

［44］钱乘旦．世界史研究的时代关怀［N］．人民日报，2014 － 04 －

13( 5) ．

［45］陈恒．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J］．探索与

争鸣，2020( 6) : 43 － 50．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6．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3．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53．

［49］Ｒichard Klein． The Human Caree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50］Merlin Donald．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51］Steven Mithen． 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1996．

［52］Ｒobin Dunbar．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3］Christopher S． Henshilwood，Francesco d’Errico． Homo Symboli-

cus: The Dawn of Language，Imagination and Spirituality［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11．

作者简介:张文涛( 1972—) ，男，江苏盐城人，博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历史系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旭东;校对:温谨

321

甘肃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4 期


